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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物到人：财政学逻辑起点转变与范式重构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
刘　晔
内容提要：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现有财政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物本范式，由此
在逻辑起点、核心概念、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相应的缺陷与偏差。而通过财
政学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由物到人”的转变，以人为分析对象，以制度分析为框架来构
建人本范式的财政学，既可以解决物本范式财政理论现存的缺陷，又能在不同社会科学间
建立起可通约的研究范式。“人本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构建要以马克思主
义人本主题和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的时代命题与时代特征，在对古今中外学
术资源兼容并蓄、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整合创新。本文选择财政学若干重要问题对其在
人本范式下进行了分析，由此表明“人本范式”财政学具有较强解释能力和良好的应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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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特别是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著名论断以来，
我国财政学界又恢复了重视财政学基础理论的中国式传统。刘尚希等（2018）从风险社会的逻辑视角出发，
对财政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崭新分析；李俊生（2014）分析了英美主流财政理论的缺陷并提出了“新
市场财政学”；刘晓路和郭庆旺（2016）基于思想史梳理提出了构建融合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国
家治理财政学”；王雍君和乔燕君（2017）则以集体物品为骨架，以三个财政场域为对象，力图构建财
政学新知识话语体系；马珺（2015）分析了财政学的两大范式及其方法论基础；杨志勇（2017）提出了
财政学的基本问题与中国财政学发展的着力点。上述研究或基于对财政思想史的再梳理，或基于对多学
科财政知识的新整合，或基于对已有经典理论的再阐释，或基于对本土学术思想的新发掘，由此表明中
国财政学界已不再局限于用西方公共经济学理论加中国案例来构建财政学知识体系，也不只满足于用国
际通行的实证方法加中国数据来做经验研究，而凸显出面向本土重大现实需求来寻求整合创新的理论自
觉。笔者认为，基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基础上的公共经济学，之所以对一些重要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
其根源于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这一物本范式。而通过构建人本范式，即以人为分析对象，以交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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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单位，建立起制度分析框架，从而在不同学科间构建起可兼容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和可通约的财政学
研究范式，这是新时代下中国财政理论创新的可能取向。
一、财政学物本范式的缺陷与人本范式的重构
现有财政学理论建立在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效率分析的基础上，基本上是其微观分析方
法的应用。在笔者看来，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范式，主要表现为以“市场失灵”为逻辑起点、以“公共
物品”为核心概念、以“效率标准”为研究主题，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工程思维”。财政学学科属性
并不只是经济学，但即使仅从经济学来看，不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从经济活动实践出发，经济
活动始终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人而非物才应该是
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对象和逻辑起点。同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以
人为分析对象时也应将其置于人与人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拟先分析财政学物本范式
的缺陷，并在人本范式下对相关问题予以重新阐释。
（一）市场失灵：财政学逻辑起点的缺陷与人本范式下的重新阐释
遍观目前的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教材①，其共同点都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出发，将市场失灵作为财政
学的逻辑起点，并进而引出财政职能。而在市场失灵形式上，则都列举了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形式。但是，
物本范式下财政学这一逻辑起点主要存在以下缺陷：（1）政府与市场并不是直接对立的。即使从直观意
义上看把政府视为资源配置的行为主体，但市场并不是行为主体而是交易关系的集合，市场中企业和家
庭才是行为主体。市场作为交易关系的集合，其也可以承载作为需求者的政府行为主体，从而产生政府
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市场活动。近年来，李俊生教授（2017）“新市场财政学”提出的“市场平台观”
也阐释了这一点。（2）仅从资源配置两分法的角度看待政府和市场关系必然面临逻辑上的困境。按财政
学已有逻辑，市场失灵情况下资源转由政府配置来弥补市场失灵；但如公共选择所表明的，政府也会失灵，
按此逻辑资源又只能转由市场配置来弥补政府失灵，由此无法走出循环反复的逻辑困境。（3）这一范式
将政府视为外在于市场的资源配置主体，则无法认识政府在市场培育和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市场对资源
的配置，并不是物的配置而是附着在物上的权利（产权）的配置②。而产权是由政府来界定和保护的，如
没有政府就没有产权也就没有市场交易，每一笔私人物品交易契约中都包含着政府因素。因此政府本身
不是外在于市场而是内在于市场的（刘晔，2006）。（4）“市场失灵”并不能构成财政的逻辑起点，其
既不是财政介入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刘晔、谢贞发，2008）。仅以污染负外部性为例，其既可
能通过政府征税来解决，但也可能通过上下游企业合并解决，在明确产权情况下也可能通过私人谈判解决，
还可能通过环保组织等民间组织来解决。
笔者认为，现有财政学逻辑起点的缺陷根源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的物本范式。这一范式以
资源稀缺性及其配置效率为主题。但经济学在此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是，资源稀缺性既然是相对于人的
欲望而言，那么分析对象根本上应该是人而不是物。由于市场本身并不是资源配置主体，只是人与人交
易关系集合，所以财政学逻辑起点应回到人，回到交易这一更基础的单位。正如技术革命都是从底层技
术的变革开始一样，财政学理论的创新首先也需要实现逻辑起点和分析对象“由物到人”的转换，由此
①　比较经典的如哈维·罗森的《财政学》、大卫·海曼的《公共财政》、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的《公共经济学》。
②　例如买房和租房，其区别不在于作为物的房子的区别，而在于产权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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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增强理论的兼容性和解释力。从人而不是物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市场就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资源配
置主体，而是人与人之间合作交易的两种制度形式。表面上看，市场交易具有平等和自愿的特征，而政
府具有强制和权威的特征；但在实质上，政府的强制性产生于公共选择多数票表决的结果，而公共选择
中参与投票的人也是平等和自愿的。因此，市场与政府并无本源上的区别①。事实上，政府、市场、企业
和社会组织等都不过是人与人间寻求互利合作，以个人理性达到集体理性的不同组织形式而已，因此可
统一以交易为单位来予以分析。笔者曾经提出，主流经济学所谓的市场失灵，应指市场交易费用在边际
上大于其他组织（如政府或其他组织形式）的交易费用（刘晔，2006）。但这并不能成为政府干预和财
政介入的必然逻辑，因为需同时与交易收益②和其他组织（如企业组织、社会组织）交易费用进行比较。
由此，只有当政府交易费用 < 市场及其他组织交易费用 < 交易收益；或者政府交易费用 < 交易收益 < 市
场及其他组织交易费用时，才是主流财政学所谓的“市场失灵引出政府干预”的情况。
（二）公共物品：财政学核心概念的问题与人本范式下的重新思考
公共物品是物本范式财政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也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形式，并以其为核心形成了财政
收支管理的整个学科体系。经济学最初发明公共物品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市场失灵和财政职能，但由于其完
全从物的自然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来定义公共物品，由此其在解释力上存在以下明显问题：（1）
这一概念无法解释财政职能。不论是从经济学的发展③还是从各国实践来看，符合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特征
的公共物品很多是由私人通过市场提供的，也有是由非盈利社会组织提供的，而政府也提供了很多如基
本医疗、保障房等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私人物品。（2）这一概念也无法说明市场失灵。不仅仅市场也在提
供公共物品，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单纯从物的属性来定义，很多公共物品其产生远早于市场经济，由此根本
谈不上所谓市场失灵。如国防从国家产生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而治安防卫至少与人类社会历史一样悠久。朱明
熙（2005）也较早注意到了这一点。（3）这一概念也无助于理解公共提供范围的变迁。例如教育、医疗、
养老等在历史上都是由私人提供而不构成政府财政职能，但到了现代社会却成为政府公共提供的重要内容。
如果按物的属性来定义，上述物品都属于排他性竞争性的私人物品，而且这种属性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
因此，其由私人提供到政府提供的转变就不能从物的自然属性来理解。
笔者认为，要解决公共物品概念的上述问题，就要从以物的自然属性来定义公共物品中摆脱出来，
转向由人的社会属性来予以重新考察。物品或服务是属于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根本上不取决于其自然属性，
而取决于其与人的关系。例如一辆汽车，按物的属性看是排他性的，但如由私人购买和使用则成为私家车，
由单位购买和使用则成为俱乐部物品的集体车辆，由政府购买并投入公共运营则成为公交车。因此，公
共物品问题应该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去理解，放在社会共同体共同需要中去解释。人类社会从产生伊始，
人就处于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从而具有社会属性，这种社会属性映射在国防、治安、仲裁上才使相应的
物品和服务具有了公共性。而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教育、医疗等社会属性得以凸显从而
产生了公共提供范围的扩大。
（三）工程思维：财政学研究方法的局限与人本范式下的重新复归
①　只不过，市场交易是两两之间实行一致同意规则的交易，而政府是全体投票者间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交易，而这少
数服从多数规则在投票前事实上也经过了全体的一致同意。
②　以外部性为例，纠正外部性的交易收益即为将外部性内在化所增加的社会福利，其为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价值之间
的差额总和。
③　从最早科斯《经济学中的灯塔》（1974），到博弈论中公共物品提供的“斗鸡博弈”和“智猪博弈”，到后来实验经济
学和捐赠经济学对“免费搭车”的实验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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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财政学的物本范式根源于新古典经济学“资源配置”主题，其直接分析对象是资源或物品，
而不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应该说，经济学资源配置的物本范式也是历史的产物，早在亚当·斯密
古典经济学那里，人和人之间分工交易而非物的最优化才是效率的源泉。而在“边际革命”之后，新
古典经济学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人本传统而把研究主题和效率标准局限于资源配置上①。由此使得主流
经济学及其物本范式支配下的财政学日益朝数理化方向发展，热衷于建立各种最优化的数理模型，以
及对理论假说进行经验实证。主流经济学及其基础上的财政学，表面上虽然也有消费者、生产者等行
为主体对物进行选择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布坎南（2000）认为，这种范式下的人只是在约束条件下
进行最优化计算的机器人，只是对既定的收入、价格、偏好等一系列变量进行被动反应的机器而已，
从而是典型的工程思维。更重要的是，物本范式的研究方法完全把经济活动和财政活动中更为重要的
人和人之间关系给抽象掉从而把制度因素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
物本范式的形成，根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及其财政学试图摆脱价值判断，完全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来研
究经济学和财政学，由此围绕变量间关系形成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体现出较强的工程思维及其工具主
义特征。但从根本上看，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和自然现象是存在根本区别的，而财政活动则更是如此。在
物本范式下，当前经济学和财政学研究结论越来越呈现片面化和碎片化倾向，大都把财税政策作为外生
冲击而非以其为本体进行研究，因此其无法立足人本对财税问题形成系统认知，也很难对财政实践给予
有力的回应和指导。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做到科学性和人文性兼顾，重新向财政学原有的人文传统
复归，在人本范式下广泛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成果，增强财政学理论的解释力和对实践的指导性。
（四）效率标准：财政学研究主题的偏向与人本范式下的重新综合
在稀缺性前提下，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物本范式下形成了效率这一特定标准，并体现在现有财政学上。
这一范式和标准的确立，确实大大促进了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专业化发展。但也使得现有财政学局限
于效率这一单一维度的研究主题，因此必然带有相应的偏向性和局限性。仅以教育为例，从正外部性理
论出发，政府只能对其外部收益进行补贴，从而无法对全民义务教育这一明显无效率的政策给予理论支持。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论断的提出，人们普遍认同，财政职能不只是
反映在经济方面，而是体现在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刘尚希，2014），财政学也不只是经济学，
而是跨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的综合性学科（高培勇，2014）。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看，当前现实中的财政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如收入分配、预算制度、
央地关系等等，无法分清具体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而都是事关全局的综合性问题。
因此，财政学要真正做到问题导向，就不能采取单维的效率标准，而必须能形成兼容其他社会科学研
究主题的理论范式。但是，现有财政学的物本范式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间在范式上具有不可通约性。
笔者认为，只有实现分析对象上由物到人的转变，通过制度分析才能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
学等诸学科间构建起可兼容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和可通约的财政学研究范式。
二、人本范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探源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探索和创新，必须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①　在经济学说史上，罗宾斯最早明确提出“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配置稀缺资源”，参见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P36，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由物到人：财政学逻辑起点转变与范式重构
44
主义的时代命题和实践要求出发。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党的
十九大报告的总体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
实践，紧扣时代主题，整合已有思想，由此作为构建人本范式的中国财政学的理论源泉。
（一）马克思人本主题与共同体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
2016），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根本立足点。通观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体系，人民至上、
以人为本是其鲜明主题和根本要义，并体现在诸如人是实践的主体和目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终极目标等等观点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人在经济活动和财政
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为出发点构建财政学人本范式。此外，马克思对人的分析是放在人和人相
互关系下进行制度分析的，并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因此，在
人本范式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方法，就要深入到人和人关系的制度层面，而非资源配置的物的
层面来重新认识政府及其财政。
中国财政学理论创新还应该注重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文本发掘和思想阐释，并结合新时代特征做
出新的理论创造，才能摆脱西方经济学从市场失灵来看待财政公共性及从物的自然属性来定义公共物品
的缺陷。虽然马克思并没有对“共同体”给以确切的定义，共同体思想也并非马克思原创，但他在继承
前人思想上对其进行扬弃形成了丰富的共同体思想。以笔者目前初步的学习和思考，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至少在如下方面对中国财政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就是人们以集体
方式存在的组织形式，即人都是“类存在”从而具有相应的社会属性。各种共同体从根本上说是利益共
同体，这种共同利益使得从集体属性看，一些物品和服务一开始就具有公共性。（2）马克思认为，“随
着分工发展产生了私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②，也即产生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
域的分野。这对认识私人需求与公共需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3）不论是哪种形式多大范围的共同体，
其实都是人在具有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性组织。因此在笔者看来，可以人为分析对象，以交易为分析
单位来进行分析。（4）马克思实际上论述了人类社会三种形态即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共同体，“人的依
赖关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物的依赖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人的全面发展”的共
产主义社会共同体。由此表明社会主义财政学要更多从物本范式走向“人本范式”，以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为根本目标。（5）马克思对“虚幻的共同体”的分析，及其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是正确辨证
认识财政的公共性和阶级性问题的根本；此外其对国家作为“虚幻的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之间
的关系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启示。（6）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发展，也随着环境、安全等问题
的全球化，使得全球人类都成为一个利益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从而对中国的“大国财政”和全球治理提
出了新的时代课题，由此也需要中国财政理论对此做出积极回应。
（二）中国实践的时代命题与时代特征
理论源于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必然要求根据新时代特征来探索中国财政理
论创新，由此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这一时代命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由单纯追求生产力提
高和物质财富增长让位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逻辑要和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一致，因此要求财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5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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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范式也要实现“由物到人”的根本转变。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改变了“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旧表述。这意味着我国
物质绝对匮乏的旧时代已经结束，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更好满
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即
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由此要求财政需要从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
系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领域入手来构建“民生财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由此也要求财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从保障人民权利、促进民主决策和强化民主监督入手构建“民
主财政”，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这些时代命题都为中国财政理论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
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涵括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内容，因此是“五位
一体”全面深化改革中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全面深化改革不论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还是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实质上就是人与人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实质上就是规范人和人关系的制度的重新安排。财政作为国家
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由此实践要求中国财政理论创新要突破传统的财政职能，由资源配置转向制度建设。 
（三）古今中外学术资源的兼容并蓄
习近平总书记（2016）指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因此，“人本范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要在兼容并蓄、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整合创新。
1. 本土传统学术资源的重新发掘
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和理论源泉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中国古代治国理财的财政思想尤其
是民本财政思想的重新发掘。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以人为本的理财原则。
通过将传统民本财政的思想基因与当代需求相协调，可以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另一方面是对我国计划经济
时期产生的传统学术资源进行重新挖掘，吸收其合理因素并进行整合创新。特别是以何振一（1987）为代
表的“社会共同需要论”从社会共同需要角度来看待财政公共性，至今仍有启示作用。在新时代，可在马克
思共同体思想下重新挖掘“社会共同需要论”的人本内涵和制度价值。
2. 对西方经典文本的重新梳理
以公共选择论为代表的财政制度分析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并被现有财政理论所吸收。但其中布坎南财
政立宪思想尚未完全得以充分阐释。此外，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企业
理论，以及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尚未由现有的财政学理论所充分挖掘和有
效吸收。虽然这些理论提出已有较长时间，但范式重构要注重的并不是追踪前沿新文献，而要更多回到思
想家们早期经典文本中并对其进行重新梳理、挖掘、阐释和为我所用。
3. 当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的新进展
在经济学当代新进展中，也出现了很多以人为研究对象或进行制度经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他们也都是
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物本范式的缺陷所提出来的，也需要将其综合在财政学的人本范式和制度分析中。如
研究制度演化过程的演化经济学、研究人的真实行为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
的幸福经济学、以动态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个体的行为及与群体关系的演化博弈论，等等。
4. 对人文社科其他学科的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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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学不只是经济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也从各自主题出
发对财政问题进行研究，并产生了如税收政治学、预算管理学、财政宪法学、财政社会学等分支。在新古典主
流经济学物本范式下，这些知识难以综合进现有财政学体系中。但随着财政学人本范式和制度分析的构建，
则可兼容人文社科其他学科知识，实现财政理论的新综合。
三、由物到人：财政学人本范式的应用与扩展
以人为分析对象，以人和人关系的制度分析为基本框架，以共同体理论为依托来构建财政学人本范式具
有广泛的应用基础和解释能力。在此笔者仅选择财政学最基本问题——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现代财政制度
三个构成——税收、预算、央地财政关系进行分析并得出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解释，另对当前热门的大国财
政与国际治理进行人本范式的扩展分析。
（一）政府与市场边界：基于人本范式交易费用视角的分析
物本范式财政学所面临的最大尴尬就在于以公共物品、外部性为表现的市场失灵无法解释政府与市场边
界，不仅政府与市场都可能提供公共物品，也都可能解决外部性，同时其他组织也可能提供公共物品和解决
外部性。但如转入人本范式，它们都只是人与人交易的不同制度组织形式而已，从不同组织的交易费用及与交
易收益的比较看，很容易做出合理解释。
1. 市场交易费用 < 政府及其他组织交易费用 < 交易收益；或市场交易费用 < 交易收益 < 政府及其他组
织交易费用。此时，并不存在真实的市场失灵。即使面临公共产品、外部性等问题，但市场比政府和其他组织
解决成本更低并且低于交易收益，从而市场解决是有效率的，实践中表现为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由私人自
发谈判消除外部性，而政府干预则无效率。
2. 其他组织交易费用 < 政府交易费用 < 市场交易费用 < 交易收益。此时，政府干预及财政介入确实比市
场有效，但有其他更有效的组织替代（如企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因此也不需要政府及财政职能。实践中表
现为社会组织（如民间慈善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社会组织（如民间环保组织）纠正外部性、企业组织合并消
除外部性等。
3. 交易收益 < 政府及其他组织交易费用 < 市场交易费用；或交易收益 < 市场交易费用 < 政府及其他组
织交易费用。此时，市场确实处于失效状态，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或其他组织替代能有效，因为任何解决
途径其收益都小于成本，因此不解决最有效。实践中表现为许多微不足道、无需解决的外部性，以及一些不值
得提供的公共物品。
4. 政府交易费用 < 市场及其他组织交易费用 < 交易收益；或政府交易费用 < 交易收益 < 市场及其他组
织交易费用。此时，政府解决比市场和其他组织成本低，且解决是值得的。实践中表现为财政提供公共产品，
征税补贴消除外部性等。
（二）税收本质：基于人本范式产权视角的分析
在现有物本范式的财政学中，税收的本质被视为公共物品的价格，从而产生与私人物品市场价格相对应
的公共物品的“税收价格论”。但这一税收本质观有以下缺陷：（1）从制度视角看，并不存在公共物品和直接意
义上的公共利益。由于利益分歧事实上任何一项支出议案都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因此功能层面的公共选择
采取的是多数票规则。在多数票规则下就必然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可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
由此带来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2）物本范式下对公共物品是从其自然属性即非排他性来界定的，但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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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否取决于产权界定，因此权利归属这一人与人关系比物本身处于更为基础和本源的地位。没有排他性的产
权界定就无所谓私人物品也无所谓公共物品。（3）物本范式下严格符合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所谓公共物品，
既可能由政府提供，也可能由私人或其他组织提供，因此其所谓的公共物品和政府税收间并不具有本质联系。
如前所分析的，资源配置在本质上不是物的配置而是附着在物上的权利（产权）的配置，应从权利这一人
与人关系的制度视角来看待税收本质。在现代社会，国家处于产权界定和保护的垄断地位，由此使得国家与产
权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一方面，离开国家我们无法理解产权，如没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与强制力的保护，产权
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离开产权，我们也无法理解国家，毕竟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就是旨在社会范围内界定
和实施一套权利规则。因此，税收本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刘晔，2009）。
（三）预算制度：基于人本范式立宪理论的分析
在现有物本范式的财政学中，预算被视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因此，翻开国内任
何一本财政学教材，对政府预算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定义“政府预算就是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显然，
从资源配置角度来定位政府预算并将其视为政府收支计划是有重大缺陷的。因为其他行为主体如家庭、企业
等用钱也有财务收支计划，计划性可以反映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但其并不能成为政府预算制度的实质内涵。
政府预算与私人预算根本区别在于，政府的钱不是自己的而是来自于人民。因此预算制度的实质不是计划性，
而是法治性，甚至是立宪性。
税收本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因此其根本上课自于人民的权利（产权），而国家权力又奠基
于税收这一物质基础。因此从根本上看，预算制度是一个宪法内容，因为它维系着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
契约关系。人民主权是宪法根本原则，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基本权利对政府权力构成立宪层面的约束，预算
就是这一立宪约束的制度体现。因此在布坎南（2000）看来，预算制度本身就是宪法制度的内容。按布伦南和
布坎南（2004）的构想，制度是一个立体结构，这个结构的基础是包括财政立宪在内的宪法规则，它是生成其
他规则的元规则。
（四）央地财政关系：基于人本范式共同体理论的分析
现有物本范式的财政学是从公共物品受益范围来解释政府间财政分权的，而公共物品又由非排他性和非
竞争性来定义。但如前所述的，以物的自然属性定义的公共物品概念本身就存在很多缺陷，况且受益范围也
很难明确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即使以作为全国性公共物品的国防为例，由于武器及兵员分布的不均匀，事实上
不同地区居民也不是同等程度受保护的。此外，此论并没有提出并解决各级政府提供相应层次公共物品的激
励问题。
按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是以共同体形式组织起来的。共同利益是共同体的基础和
纽带，由于共同利益相容程度和范围大小的不同，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不同层次的共同体。因此，马克
思在“自然共同体”中就分析了家庭、氏族、部落到国家等各种不同层次的共同体。由此，正如原子构成
分子，分子构成有形物质，有形物质构成地球，地球构成太阳系…一样，不同层次的共同体间形成了相应
的共同体结构及其利益结构。在国家产生以后，马克思认为国家是“虚幻共同体”。因此国家（包括中央
政府和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划分只是代表原来相应不同层次共同体进行利益划分，根本上是共同体层次
决定政府间财政分权而不是相反。由此，政府间财政关系划分不应着眼于市场经济下政府间职能来划分，
更不应着眼于市场失灵下的公共物品层次来划分。这点正如王雍君和乔燕君（2017）所言的“无论在事实
上还是逻辑上，集体物品系仅仅是共同体对其成员所作的责任承诺的结果，而非市场失灵的产物”。
（五）大国财政与全球治理：基于人本范式共同体理论的扩展
作为世界性的大国，近年来中国“大国财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并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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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大国财政构建与大国责任担当，由此也带来对财政职能的重新思考。对中国参
与国际治理的很多财政支出，如对外援助、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等支出，很难从物本范式下的“市场
失灵”来予以解释，也很难单纯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自然属性来给予解释，而亟待转入由人
本范式下共同体理论的扩展即“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来认识。
中国大国财政参与国际治理，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而产生的，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国际分工细化，
人类成员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各国居民在享受新全球化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面临着安全、环境、
开放等方面的挑战和风险从而产生了共同利益和相应的共同需要，并由此对大国财政提出新的职能要求。
因此，即使从全球性公共物品角度来解读大国财政，也应该看到其不是基于物的不变的自然属性而产生的，
而是基于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社会属性应运而生的。作为相互依存、彼此融合的利
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合作共赢，这是以人为分析对象，以交易为基本单位的人本范
式的应用和扩展，体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四、结　语
以人为分析对象，以交易为基本单位，以共同体理论为依托，以制度分析为框架来构建人本范式的
财政学，既可以解决物本范式财政理论现存的缺陷，又能以财政为本体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公共管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间建立起可通约的研究范式。这既是财政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时代要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基础。人本范式财政学的重构，并不意味
着要完全抛弃现有物本范式财政学的所有概念工具和理论体系，只是需要对其赋予相应的社会属性和制
度内涵，从而实现新时代下中国财政理论的整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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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terialism to Human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Public Financ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aradigm
——On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ist Fisc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iu Ye
Abstract: The existing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essentially a paradigm of 
materialism. Therefore, there are corresponding defects and deviations in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re concepts, 
research topic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research object 
of the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from materialism to humanism”, taking human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s the framework to construct the humanistic paradigm of public finance, could solve the 
existing defects of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materialism paradigm, and also could establish a common research 
paradigm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sciences. The humanistic paradigm of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financi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Marxist human-centered theme and the idea of community, 
and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imes proposition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in Chinese practice, to achieve integrated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inclusive and inherited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resources in ancient, moder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is article chooses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of public finance to analyze under the 
paradigm of humanism, which shows that the humanistic paradigm has a strong 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and a 
good application foundation.
Keywords: Public Finance; Basic Theory; Humanistic Paradigm; Socialism Public 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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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iscal shape, system, and behavior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three kinds 
of needs”. In coordinating this contradiction movement, around the extraction and allocation of public economic 
resources, the“multiplicity”of financial essence is formed on the two levels of humans and resources, humans 
and humans, giving 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multiple attributes. The many financial relationships derived from 
these two levels embody the basic dimensions and cont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re embodied in the form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coordination. The“multiplicity”theory of fiscal essence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and ide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fiscal theory in the new era and the resolution of current major fiscal theories and 
practical issues.
Keywords: Financial Essence; Social Public Needs;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Public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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